
 

 

中国土地经济学的构建：20 世纪 30−40 年代

地政学派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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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不仅是要确定一个整体框架，而且要在各分支学科

都构建起“有血有肉”的内容。在土地经济学领域，成立于 1933 年的地政学派，是集土地问题研究团

体和国家经济建设智囊团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学术流派，对近代中国土地经济学的发展和土地政策

的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考察地政学派的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和制度设计。

研究发现：（1）该学派的土地经济思想是在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对西方土地学说的

采择与变通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孙中山的土地纲领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一套思想学术体系；（2）该

学派对中国土地经济学进行了学科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土地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涵盖平均地

权理论、土地金融理论、土地现代治理理论等理论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土地改革政策设计方案；

（3）该学派在土地经济学的继承、借鉴和构建过程中形成了“古今互动”“中西贯通”“知行合一”的

思想特征，对于当前中国土地经济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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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鸦片战争以来，曾以光辉成就屹立于世界经济思想之林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舶来经

济思想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支配地位。但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中的西方经济思想，对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并不具有完全的适配性，仅依靠西方经济思想

的引进注定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学者由此提出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

张，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探索成为中心议题，这不仅是一个西方经济思想在本土的应用与改造

过程，而且也是一个中国本土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开始摆脱封闭古

旧的传统形式，其思维逻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等方面都在汲取西方经济思想合理因素的基

础上进行了创新，步入了现代经济学科的中国本土化构建阶段。①值得注意的是，彼时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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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研究并没有仅停留在中国经济学整体框架的“宏大叙事”上，还深入到不同经济领域进行

“微观解构”，涉及经济理论、社会经济性质、经济制度、工农业道路选择、货币金融、财政、人口、

土地等议题，①使得中国经济学的各分支学科都构建起了“有血有肉”的内容。

土地作为重要生产资料，与千百年来农业劳动者最关注的利益分配问题密切相关。土地思

想与货币思想、财政思想一同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大构成内容，②时至近代，土地经济学

自然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土地思

想在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在需求和欧美现代土地经济学说传入的影响下开始现代化转型，以

救济农村经济、改善土地生产分配为现实导向的中国土地经济学得以创建和发展，“土地经济”

与“帝国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同被视为研究中国经济构造的关键。③一时间，学术

界和实务界人士纷纷参与到有关土地经济问题的探讨之中，民国时期著名学术团体“中国经济

学社”还在其年会上专门开辟土地经济学栏目。土地经济学理论研究著述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侧

重运用现代土地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解读中国传统土地思想，并从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两大主题

出发探寻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路径，④涵盖土地分配、生产管理、技术推广、税收制度、环境保护

以及灾荒救济等诸多领域。

在近代土地问题研究领域，地政学派及其构建的中国土地经济学体系可谓是重要代表。地

政学派 1933 年由萧铮发起，以“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地改革”为宗旨，对古今中外土地思想兼

容并蓄、批判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由此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国土地问题研究范式、理

论与政策体系，“以土地经济之学理为经，我国之事实为纬，举凡土地上生产分配诸问题，均予以

讨论，尤注意与中国之事实”，⑤形成了独特、系统的土地经济学理论体系，最终用以阐述并解决

中国土地问题。

地政学派不仅提供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土地问题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还通过创办学会、报

纸杂志以及新式学校等制度性传播媒介，⑥使土地经济学得以不断传播并形成相对广泛且稳定

的学术群体。地政学派集中土地经济理论界与实务界人士，组建中国地政学会以及中国土地改

革协会，开展丰富的学术活动，历届年会不仅会宣读论文，还会紧密围绕土地问题中的时事热点

进行讨论研究，并形成决议向社会各界推广，以加深对民众土地观念转变以及政府土地政策制

定的影响。地政学派还出版了《地政月刊》《地政周刊》《土地改革》等刊物以及系列丛书，作为本

学派宣传动员土地改革运动的重要载体，也被时人视为民国土地问题领域的权威读物。此外，地

政学派还大力开展土地教育事业，相继组建地政学院、中国地政研究所以及建国法商学院，编写

中国土地经济学教科书籍，并为土地改革事业输送一大批专业人才。到 1942 年，全国研究土地

问题、从事土地实务的人员几乎都是中国地政学会的会员。⑦这些不断加入的成员以孙中山土地

纲领为指引，在地政学派的土地理论学术框架中积极延伸个人的土地问题研究，进一步细化和

完善了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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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地政学派对于中国土地思想的近代转型以及土地经济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有着重

要影响。但目前有关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研究大多围绕代表人物①和土地思想专题②两种视角展

开，而聚焦到地政学派这一土地学术流派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对学派部分成员的个案

研究，代表性研究如钟祥财（1995）对地政学派成员萧铮、祝平、唐启宇、黄通土地思想展开的系统

梳理，之后张清勇（2011）、周建波和都田秀佳（2018）、樊丽娟（2018）、史玉渤（2018）、朱鸿翔（2019）

等学者又分别对张丕介、万国鼎、萧铮、黄通、唐启宇等人的土地思想进行了逐一探讨。二是对地

政学派学术事业的研究，如曾作铭（2017）、曾荣（2017）、殷雪萍（2019）等分别对地政学派的国外

理论前沿译介成果、重要刊物《地政月刊》以及教育机构“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进行了梳理。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在挖掘地政学派土地问题研究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与理论基础，为

本文提供了重要参照系，然而这些研究仍不足以充分揭示地政学派构建中国土地经济学的探索

与实践。

有鉴于此，本文依据从各类有关地政学派的文献中爬梳得来的史料，对地政学派构建中国

土地经济学的探索进行系统性考察。研究发现：（1）该学派的土地经济思想是在对中国传统土地

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对西方土地学说的采择与变通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孙中山的土地纲领而

形成发展起来的一套思想学术体系；（2）该学派在对中国土地经济学进行学科界定的基础上，构

建起涵盖平均地权理论、土地金融理论、土地现代治理理论等在内的中国土地经济学基本研究

框架，并提出相应的土地改革政策方案；（3）该学派在土地经济学的继承、借鉴和构建过程中形

成了“古今互动”“中西贯通”“知行合一”的思想特征。

本文对已有研究的开拓和创新主要在于：一方面，首次以地政学派作为研究载体，考察中国

土地思想的近代转型，并且紧扣中国土地经济学的理论范畴挖掘出一系列原始文献资料，为近

代中国土地经济学构建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扎实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全面展示地

政学派在构建中国土地经济学中取得的成果及进展，充实了近代中国经济学在土地经济学分支

领域的研究内容，见微知著地提炼出近代学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共性特征，并为当下的中国经

济学构建以及土地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地政学派对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赓续：历史语境与现实观照的互动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舶来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与互动是一

条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先是抵触西方舶来经济思想的传入，接着被西方舶

来经济思想否定甚至取代，最后又在西方舶来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扬弃，也由此有了构建

中国经济学命题的提出。③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确是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说理论传

入后的产物。然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及其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促成中国经济学发轫与

建构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在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商业经济为辅、大一统统治

与小农经营相结合的经济制度背景中，④基于国人的经济理性与实践探索，不断积累成熟，最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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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民国时期代表人物土地思想研究主要围绕孙中山（夏良才，1896；沈渭滨，2007；李学桃和彭廷洪，2018）、毛泽东（翟丽莎，2010；陈

洪玲和蒋琴，2019）、梁漱溟（王琴等，2012）、阎锡山（吴福明，2013）等人的土地思想展开。

② 关于民国时期土地思想的专题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思想研究（金德群，1999；杜恂诚等，2007；王昉，2007；彭波，

2011；沈博闻，2016；熊金武，2020）；二是土地金融思想研究（李金铮，2003；程霖和韩丽娟，2006；王昉和缪德刚，2013；韩丽娟，2014；缪德刚，

2018）；三是土地经营思想研究（侯建新，2001；郑林，2005；程霖和毕艳峰，2009；郭从杰，2018）。

③ 参见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④ 参见程霖、陈旭东、张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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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为兼具独特性、丰富性、分析性与创新性的经济思想体系。它不仅曾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

先于世界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①而且通过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经

济行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前提，也是中国经济思想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根基。地政学派的土地

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发轫于西方土地经济学思潮的持续渗透和影响之中，但其在土地问题研究

中始终注重从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中汲取经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寻找思想共振点。

地政学派在剖析土地问题时，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现实思考，从中国土地制度及其思想变

迁中考察导致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的土地因素。土地问题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焦点问

题，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且积累了丰富的土地经济思想。万国鼎是地政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治

农而好史，致力于中国田制史研究，提出土地问题“改革之先，必须明了现状，察其所以然，证以

前人经验，然后慎思远虑，妥为规划，庶几弊少而利多”，②并将历史探讨与学理研究、现实调查均

视为土地问题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万国鼎筑基固本，耗费数年将散见于中国历代农书、

方志、经史子集以及考古文物遗存中的农业史料进行大规模搜集整理，为中国农史研究奠定了

扎实基础。依托充足的史料，万国鼎发表了多篇文章对历代土地制度进行专题研究，③并在此基

础上出版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专著《中国田制史》。该书“引证史料之翔实，叙述脉络之清晰，作

者尤其对古代土地理论的研究，颇多精当之论，确属力作，而作者于考证史实之中所发表的田制

史观，亦有精彩之见”，④可以说是兼及土地制度史和土地思想史之研究于一书。通过相关研究，

万国鼎指出人地关系的无法调和是历史上治乱循环的根源，人地关系的矛盾一方面体现在人口

相对增加引发的土地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存在于阶级差别导致的土地分配不均，这对于解决民

国时期社会经济问题仍具现实意义，故而也促成了地政学派将人地关系的调节定为土地问题研

究的原则与导向。

基于此项原则与导向，地政学派成员唐启宇便通过古代屯垦思想研究，提出边境垦殖能有

效调节人地关系而应被保留延续。唐启宇是美国康纳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后执教

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高校，之后出任“中央垦务总局”协办，总理全国垦务事

业，撰有《历代屯垦研究》一书，“以蕴蓄之垦殖学理，实施之垦殖经验，泛滥于历代屯垦史实，钩

要提元，参以精论，作有系统之研究”。⑤唐启宇在该书中指出屯垦制度是起源于汉代的战时产

物，经过历代发展，内容不断充实且效果日渐显著，实施地域几乎遍及全国，对于“边疆之开拓，

虽在若干区域内不少见失败之历史，而在若干区域内亦具有最大之成功”。⑥ 故而屯垦制度应当

延续，不仅能在边境地区落实中央统治，还可以通过边境垦殖调节人口和土地，保障军民生产生

活，最终实现高度的商业经营并发展国际贸易。

地政学派在设计土地改革的具体方案时，十分注重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并结合时代

特征将中国传统土地思想进行创新性应用。民国时期，按人口授田的政策呼声在国民政府中不

断高涨，而地政学派却并不以为然。万国鼎通过对井田制、王田制、采地制、屯田营田制、括田制

等历史上计口授田制度的回溯，认为其屡试不兴的根源在于人群的性别、年龄、能力与偏好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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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程霖、陈旭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文汇报》，2016-02-26(T10)。

② 引自万国鼎：《中国田制史》（上册），正中书局 1934 年版，自序。

③ 万国鼎发表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的主要代表作包括《两汉之均产运动》《汉以前人口及土地利用之一斑》《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井田之

谜》《金元之田制》《明代屯田考》《租庸调与两税法》《明代庄田考略》《中国历代计口授田政策之回顾》《耕者有其田之探源》《殷商之土地制度》

《明代丈量考略》《细碎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定型作用》《万历全国丈量考》《历代地籍整理考》等。

④ 引自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47 页。

⑤ 引自孙兆乾：《唐启宇：历代屯垦研究》，《中农月刊》，1944 年第 4 期。

⑥ 引自唐启宇：《历代屯垦研究》（上），正中书局 1944 年版，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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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各异，土地也有肥力、水利、技术、经营与交通等区别，而且不同地域人口与土地比例还有疏密

之分，这些因素无疑加大了计口授田的操作难度，严重影响其功效发挥。①因此，万国鼎在否认计

口授田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开发地利、振兴工商，以疏解壅滞于有限耕地中的过剩人口才是当

务之急。

地政学派创始人萧铮也通过对古今社会条件差异的比较对计口授田政策提出了批判。他

指出“今日之国民经济，已非昔日之纯农业社会，人民不复纯以农耕为本业。经济进展，已迫使社

会不能不为较细密之分工”，②农业逐渐发展成为需要专门知识与技术的事业，并相应提高了进

入门槛。如果强制进行计口授田，反而会使生产效率大为降低，并导致极端小农化，妨碍农业生

产规模化。因此应在地价税制下，使无力承担相关税额的人不得不出让其土地，不仅可达到限田

效果，也使每个人获取最合理的土地，开展最为有利的集约经营。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上计口授

田思想与实践的反思，地政学派对计口授田的可行性和实施后果进行合理质疑，为解决当下土

地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与借鉴。

此外，地政学派还承袭孙中山的土地思想特色，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均平思想作为基本

价值取向。自汉武帝以来，儒家及其民本主张便被奉为封建正统思想。在此文化传统的长期浸

润下，1894 年，孙中山就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

先养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③足见他对民本的强调。地政学派在践行孙中山的土

地纲领时，也深入体察农民生活困苦并积极发声，流露出对他们的恳切关怀，倡导推行租佃制度

改革、自耕农保护政策、土地金融政策及国内移垦政策等，④“使一般人民有享用土地利益之平等

权利”，⑤以此扭转悬殊的贫富差距，改善贫苦农户的生活，又进一步体现出鲜明的均平思想特征。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为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牵引、

历史借鉴以及价值取向。地政学派在进行土地问题研究时，立基于史而不囿于史，从现实社会中

发现传统土地制度变迁史和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在历史中寻求思想牵引，将调节人地关系定为

该学派土地思想的重要原则与导向；同时，又力图从历史研究中寻求破解土地改革困境的思想

资源，为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指出破解土地改革困境的关键在于“地尽其利”。此外，地政学

派还对中国传统民本、均平思想的深层内核和基本精神进行了挖掘，为判断、分析和解决当下土

地问题确立了使人民享有土地利益平等权利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地政学派对西方土地学说的借鉴：适用性评析与变通性应用的结合

尽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根基，但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传入

和本土应用无疑也为中国经济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百

年，如何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思想流派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做出适用性判定和比较

性采择，以使其有效对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

的重要前提。在此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将选择出的具有借鉴意义的西方经济学说变通地运用于

中国实践，以进一步提升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程度。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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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万国鼎：《中国历代计口授田政策之回顾》，《地政月刊》，1933 年第 11 期。

② 引自萧铮：《中国今日应采之土地政策》，《地政月刊》，1933 年第 11 期。

③ 引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 页。

④ 参见萧铮：《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地政月刊》，1937 年第 2−3 期。

⑤ 引自唐启宇：《耕者应有其田之所有权》，《地政月刊》，1937 年第 2−3 期。

⑥ 参见程霖、张申、陈旭东：《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近代考察》，《经济研究》，201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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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土地经济学的发轫，与西方土地经济学说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而地政学派成员

普遍是欧美日留学、国内高等学府或地政学院的学子，且大多就职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与各级

地政机关，使他们能够及时跟进国际土地经济理论前沿。立足国际视野，地政学派认为亨利•乔

治（Henry George）、达马熙克（Adolf Damaschke）以及孙中山乃领导土地改革运动及思想之三巨

星。①因此，地政学派成员在不遗余力阐述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外，也加强了对亨利•乔治与达马熙

克的土地学说的介绍和推广，还在土地经济学体系构建和土地改革方案设计中时刻注重对二人

土地学说的参照与运用。

亨利•乔治是 19 世纪末美国的知名经济学家，他倡导废除一切其他税收，推行单一地价税，

革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弊病，实现社会“大协作”。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作为“救贫”新

学，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理论被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以来土地改革思想的孕育具有重要启蒙作

用。孙中山曾表示自己对欧美经济学者最服膺者当属亨利•乔治，单税论学说正是平均地权思想

缘起的重要参照。②地政学派也认为亨利•乔治乃“富有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论者，……乔治在土地

改革运动所占地位之重要，其学说实值得吾人介绍”。③ 学派成员不仅围绕亨利•乔治《进步与贫

困》一书发表多篇研究文章，还译介了他的另一本专著《土地问题（其内容及其解决方法）》进行

传播。④

以高信为代表，地政学派成员深入研究了亨利•乔治单税制中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高信指

出，《进步与贫困》一书“唤起了社会对土地不劳而获之注意”，因社会发展而带来的土地涨价却

被地主据为己有极为不公，应征收地价税，将这部分增值上缴国家。推行地价税并不是将私人地

产买回或充公，而是依旧允许土地所有人保有土地，在不增加国家土地管理成本的前提下，通过

课税实现对全部地租的没收，将地主攫取的地租归还给社会，使民众共享其利。⑤此时国家已经

变成实际地主，土地也成为实质性的公共财产，在名义上归谁所有已不重要。这种土地所有权观

念深刻影响了地政学派在“平均地权”政策中对土地归属的判定，如萧铮便主张国家并不需要一

味追求名义上的所有权而采取并不可行的土地征收，通过征收地价税而实现国家实际上对土地

的管理支配权即可。⑥

尽管地政学派对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思想加以采纳吸收，但也指出其地价税制具体设计

方面的不足，并进行了合理变通。高信认为地主也是通过付出资本才获得土地，若只对地主征税

会使社会资本停止向农业部门流动，导致产业发展不均衡，因此在地政学派的地价税理论体系

中，已由亨利•乔治的地租全部归公发展成为土地自然增值部分（土地增值税）全部归公，避免打

击土地所有人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达马熙克是 19 世纪德国土地改革运动领导人，地政学派诸多核心人物与达马熙克都有交

契或师承的关系，因而达马熙克对地政学派的土地学术研究和土地改革事业影响更甚。萧铮曾

指出地政学派在推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程中，“在原则上是奉行国父遗教，但有许多方法上，是

参考了达氏的主张”。⑦达马熙克的土地改革核心是对现今已成既得权的地租仍许私有，但将来

由于社会进步产生的地租则应为社会所得，地政学派成员认为这种土地改革主张与孙中山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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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德]达马熙克：《土地改革论》，张丕介译，建国出版社 1947 年版，译序。

②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33 页。

③ 引自高信：《亨利乔治之生平及其学说》，《地政月刊》，1933 年第 7 期。

④ 参见[美]亨利•乔治著：《土地问题（其内容及其解决方法）》，傅广泽、王缵绪译，《地政月刊》，1935 年第 6、7、11 期。

⑤ 参见高信：《亨利乔治之生平及其学说》，《地政月刊》，1933 年第 7 期。

⑥ 参见萧铮：《土地所有权之研究与平均地权》，《地政月刊》，1933 年第 11 期。

⑦ 引自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中国”地政研究所 1980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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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地权主张相似，属于渐进式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①能够有效降低社会改革成本。

孙中山与达马熙克的土地思想也有契合之处。1924 年孙中山请单威廉（W. Schrameier）赴广

州襄理土地问题，促进“平均地权”主张的落实。而单威廉恰好又在达马熙克领导的德国土地改

革联盟会担任秘书一职，“因单氏之居介，东西二大土地政策家之理论与主张因以完全一致”。②

达马熙克还时常通过自己的中国学生了解孙中山及其土地思想，并在自己撰写的《国民经济史》

书中专辟章节介绍了孙中山的土地改革主张以及三民主义，并表示赞赏。可以说，达马熙克、孙

中山、地政学派三者的土地思想和政策设计是一以贯之的。然而，地政学派又是辩证地看待达马

熙克的土地学说的，对其中不适用于中国的理论进行摒弃，如达马熙克只认为地主压榨弱者而

否认资本家压榨弱者，然而地政学派却指出“资本或劳动中得到过额的剩余利润，或有害及大众

利益的企业，政府也要加以限制”，③因此只有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结合，才能真正促进社会

发展。

达马熙克不仅启发了地政学派对土地改革方案的设计，更为重要的是使地政学派的土地问

题研究方法论烙印上了德国历史学派的鲜明特征。经济学方法论分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而

德国在从落后农业国到世界强国的跨越发展中，秉持国家整体主义的德国历史学派发挥了重要

作用。达马熙克在主持德国土地改革运动时，也深受历史学派思潮影响，主张应充分发挥政府在

土地规划管理、公共用地利用、土地金融运行以及土地生产经营等诸多环节中的主导作用。这正

好符合了南京国民政府进行经济统制、实现赶超发展的政策导向，因此地政学派始终以德国土

地改革模式为重要参照范本，突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特色，在土地经济体系设计和土地改革政

策实践中注重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制度供给功能。此时，地政学派构建近代中国土地经济学

的努力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学术探讨的层面，更上升到政治命运的高度，将土地改革与国家民族

强盛直接联系起来。其实不止在土地经济学领域，当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价值取向扩散到

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后，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构建也步入了与民族国家的构建

进程协调发展的轨道。④

亨利•乔治和达马熙克的土地经济学说的传播，为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土地

改革政策设计的提出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各类舶来经济学尽管来自不同时期、国家、利益集

团，但其中理论探索与科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合理内容，的确有助于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土问题时

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掣肘，进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创新与发展。地政学派选取相对适配

中国土地改革实践的亨利•乔治与达马熙克的土地学说作为重要参考，并对亨利•乔治的激进地

价税制以及达马熙克割裂土地与资本的主张进行一定的变通改造，着手构建了中国本土的土地

经济学，不论是理论设计还是方法论特征都使得中国传统土地思想开始向现代经济科学范式转型。

四、地政学派土地思想体系的本土化构建：理论阐述与实践导向的统一

在继承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具体经济环境做出适

应性转变，探索设计不同分支领域的内容体系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并将相

关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独立发展，就成为近代经济学界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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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和普遍现象。整个近代时期中国传统土地思想在西方土地经济学说的冲击下产生的一系列

新变化与新发展，为地政学派土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在推进孙中山土地

纲领的阐述和落实的目标指引下，地政学派设计出一整套有别于中国传统土地思想和西方土地

学说的土地经济学理论体系，并配以具体的土地改革方案设计。理论探讨和对策研究两个层次

相辅相成，这不仅促进了中国土地思想的现代学科转型与发展，更直接推动了土地思想向制度

与实践层面的转化，服务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改革发展。

地政学派关于构建中国土地经济学的理论探讨，主要是对学科地位、研究目的、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等做出明确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理论框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已将日

本学者河田嗣郎、美国学者伊利（Richard T. Ely）等的土地经济学专著进行译介，但两本书都不是

以中国土地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土地经济所独有的分配的贫弱性、外在的压抑性、支持的仰

给性、租税的剥削性、演进的家族性、利用的粗糙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①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科

学建设中的缺憾，而且对于迫切需要推行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国而言更是需要尽快补

足的薄弱之处。②由此凸显出构建中国本土土地经济学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有了对中国土地经济学地位的准确认知，地政学派便将土地问题研究目的定为“站在土地

经济学立场来观察中国的土地经济”，③通过调节人地关系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具体研

究内容既有借鉴于西方土地学说的地租理论、区位理论、土地利用理论以及产权理论等，也有紧

扣中国实践扩充的地租地价、市地规划、土地现代治理、租佃制度等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内容也

被地政学派划分为两类，即土地经济学理论之部和土地经济学实用之部，前者意在搜求人地关

系中经济现象的发生、演变、影响、结果等各方面的原则，后者旨在探究人地关系问题的解决途

径，如土地税、土地金融、租佃制等方面的改革。④在研究方法方面，土地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

个分支，地政学派自然也遵循了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如稀缺性原则、替代性原则、社会福利原则

等。此外，地政学派也注重历史分析法和数理统计分析法的运用，一方面汲取土地经济学的先验

智慧，另一方面推广大规模土地经济调查以获取土地研究数据，增加理论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在学科地位、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得以明确的前提下，地政学派搭建起了中国土地经济学

的理论框架，具体见图 1。⑤

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体系将平均地权理论作为基础理论，用以破解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困

境。平均地权是指由国家保有土地的最高处置权，确保国家在必要情况下可对土地进行统制以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个人土地私有权也被承认，但规定仅限于所报地价范围之

内，即在缴纳地价税及增价税后，人们可以享有土地支配管理以及使用收益的权利。如此，土地

上各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就被明确地划分开来，土地生产经营主体的努力和收益结构形

成正相关关系，为土地生产力发展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平均地权理论又是由多个

层面的理论环环相扣而形成的：一是土地行政理论，设置地政机关承担调查研究、地政设施建

设、土地政策实施、教育训练四大功能；⑥二是土地整理理论，推广科学测量办法，以整顿近代以

王    玉、程    霖：中国土地经济学的构建：20 世纪 30−40 年代地政学派的探索

① 参见邹枋：《中国土地经济的特性》，《商学期刊》，1930 年第 3 号。

② 参见汪经方：《张丕介著：土地经济学导论》，《中农月刊》，1946 年第 4 期。

③ 引自邹枋：《中国土地经济论》，大东书局 1933 年版，第 1 页。

④ 参见张丕介：《土地经济学导论》，中华书局 1944 年版，第 4 页。

⑤ 参见章植：《土地经济学》，黎明书局 1934 年版；张丕介：《土地经济学导论》，中华书局 1944 年版；吴文晖：《专论：何谓土地经济学》，《人

与地》，1943 年第 11/12 期；吴文晖：《土地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人文科学学报》，1945 年第 1 期。

⑥ 参见曾济宽：《我国地政机关的组织系统之商榷》，《地政月刊》，193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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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地籍混乱的局面；①三是地价税理论，推行地价税和增价税制，以实现增加政府财政税收、调节

社会财富分配、促进土地生产利用以及提升农民经济地位等目标；②四是租佃制度理论，通过对

佃农和自耕农进行对比，得出在农业经营要素、农业经营结果、农家生活程度、农家经济、农家劳

力利用等方面自耕农均优于佃农的结论，③故而主张应消除租佃制度下地主不当得利产生的可

能性；五是城市土地规划理论，结合城市土地特性开展城市设计规划，以阻绝城市发展中的土地

投机风气。④

 

平
均
地
权
理
论

土
地
金
融
理
论

土
地
现
代
治
理
理
论

土地行政理论

土地整理理论

地价税理论

租佃制度理论

城市土地规划理论

土地银行理论

土地债券理论

农业保险理论

土地合作信用理论

土地法制理论

人地关系理论

土地利用现代化理论

 
图 1    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理论框架

 

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体系将土地金融理论作为支撑理论，用以满足土地资金的融通需

求。土地金融包含土地取得金融、土地改良金融以及农业经营金融三个维度，⑤可以有效改善土

地分配、利用现状，同时又能引导冻结在土地上的资金不断向工业部门流动，激活资金在整个经

济系统中的融通。地政学派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仅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改善资金供给

不足现状，应在政府主导下运营土地金融体系，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资金缺口的同时，兼顾国家

对农村经济的统制。因此，地政学派的土地金融理论带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旨在建立包括发

行土地债券的土地银行、农业保险、农业信用合作在内的分层有序的金融体系。在该体系中，以

土地银行这一政策性金融机构作为核心主体，承载自耕农资金融通之需；⑥以发行土地债券作为

土地银行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以疏解政府财政压力；⑦以农业保险作为风险分散补偿机制，以

增加农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化解土地银行贷款风险；⑧以信用合作作为土地金融体系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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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目前中国土地整理应采之程序》，《地政月刊》，1934 年第 1 期。

② 参见叶以强：《田赋改办地价税在财政经济上的价值》，《人与地》，1941 年第 20−22 期。

③ 参见汤惠荪：《中国现时自耕农与佃农之分布及其经济状况之比较（附图）》，《地政月刊》，1937 年第 2−3 期。

④ 参见蒋廉：《市地评价之研究》，正中书局 1935 年版，第 1−2 页。

⑤ 参见黄通：《土地金融之概念及其体系》，《地政月刊》，1934 年第 2 期。

⑥ 参见罗醒魂：《对土地银行应有之认识》，《人与地》，1941 年第 3 期。

⑦ 参见罗醒魂：《土地债券之性质与发行》，《中农月刊》，1941 年第 9−10 期。

⑧ 参见黄公安：《农业保险的理论及其组织》，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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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补充，提高农民生产互助积极性，并在农户与土地银行交易不便时发挥中介作用。①地政学派

这种运用金融手段实现地权变更和农村经济复兴的主张，为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思路。

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体系将土地现代治理理论作为配套理论，用以助力土地生产经营的

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土地制度是决定农村社会存在方式以及农业生产力

发展程度的关键因素，也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着密切关系。地政学派认为平均地权与土地金

融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和根本性保障，而土地法制现代化、人地关系现代化以及土地利用

现代化，则可以促进土地制度的完善并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围绕土地法制理论，地政学派提

出土地法律条文约束是实现土地经济利益的保障，土地经济利益反过来又是土地法律条文约束

的具体表现。政府需出台法令政策来确立不同主体对于土地的不同权利形式，使土地的占有、收

益、使用、处置皆有法可循；②围绕人地关系理论，地政学派倡导自耕农的土地人权观，并借由现

代化的人地关系协调理念的形成，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土地使用中的客观经济规律；③围绕土地利

用现代化理论，地政学派积极推广现代化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的应用，以土地利用现代化转型

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④

基于上述关于土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探讨，地政学派制定出相应的土地改革政策框架。在

这个政策框架中，地政学派围绕平均地权、土地金融、土地现代治理的每个细分领域都提出了具

体的政策设计方案，用以指导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其政策框架见图 2。⑤

地政学派的土地问题研究拉开了现代土地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构建序幕，也在近代中国土

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就连中国农村派学者都肯定其为“国内‘研究土地问题，促进土

地改革’的一个最有权威的学术机关”。⑥实际上，中国农村派与地政学派同为近代中国土地问题

的研究重镇，两个学派都在学科本土化的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又因各属不同的经济

学理论分支，使其在问题认知和研究路径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中国农村派采用的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侧重于变革土地生产关系来解决农村问题；而地政学派采用的是

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将土地问题研究落脚于“地尽其利”即土地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囿于

混乱的时局、破落的经济，加之地政学派被卷入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从

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未顺利实现，但这也与其理论体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有一定联系。譬如，地政

学派对平均地权的论述偏注于通过地价税和增值税对土地收益分配进行调节，同时，关于租佃

制度的探讨集中于对租约条款的重新规定以调和业佃关系，均回避了根本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此外，在土地金融制度设计中地政学派强调国家集中统一管理，这实际上夸大了政府管理支配

权的作用，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足。⑦即便如此，地政学派以

及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土地经济学的探索和实践，仍是近代中国土地思想史的演进历程中浓墨重

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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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信：《农村合作与土地问题》，《地政月刊》，1934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张丕介：《宪法与土地政策》，《政衡》，1948 年第 3−4 期。

③ 参见唐启宇：《土地与人权》，《地政月刊》，1933 年第 11 期。

④ 参见曾济宽：《土地改革与农业改良》，《地政月刊》，1936 年第 4−5 期。

⑤ 参见萧铮：《中国今日应采之土地政策》，《地政月刊》，1933 年第 11 期；萧铮：《民族生存战争与土地政策》，正中书局 1938 年版；中国地

政学会：《中国地政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中国土地政策》，独立出版社 1939 年版；祝平：《土地政策要论》，文信书局 1944 年版。

⑥ 引自益圃：《中国地政学会怎样改革租佃制度：读了中国地政学会年会特刊以后》，《中国农村》，1936 年第 5 期。

⑦ 参见钟祥财：《中国土地思想史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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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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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租额中抵扣田地
改良费用，减少业佃
纠纷

 
图 2    地政学派的土地改革政策框架

 

五、结论与启示

地政学派构建的中国特色土地经济学体系，不仅从更为具体的土地经济层面为近代中国经

济学构建拓展了新领域，充实了新内容，也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科学转型的典型代表，

做出这样一种判断主要是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①其一，地政学派成员是当时活跃在中国土地经

济学界和实务界的代表人士，既有对西方土地经济理论前沿的敏锐感知，又有对本国国情的深

刻体察，使得中外土地思想的碰撞融合成为可能；其二，地政学派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土地经济问

题，其中既包括与西方国家共通的土地经济问题，也包括中国传统小农社会遗留下来的、无法用

西方土地理论解读的经济现象，而对于后者的研究则直接促成了中国本土土地经济学独特理论

价值的挖掘与发现；其三，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研究立足现实土地问题，既参照西方土地经济

学的研究范式，又保留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内核，实现了中国土地经济实践理论化、西方经济学

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统一；其四，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学体系兼具土地问题

研究的理论性和改革指导性，不仅致力于揭示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的客观规律，同时为解决中国

土地问题、指导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咨询；其五，在上述兼及古今、中外、知行的方法论

指导下，地政学派最终搭建起了一套逻辑自洽的土地经济研究理论体系，对中国土地经济所面

临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均进行了探讨和阐述，实现了土地经济领域研究对象的扩充和研究范

式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的土地经济学体系得以初步形成。尽管最终因为缺乏适宜的外部条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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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程霖、张申、陈旭东：《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2020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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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地政学派设计的土地制度难以正常推行，但作为近代学人对中国土地经济理论和土地问题解

决方案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学术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而中

国特色经济学学术体系建设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者的重要

使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溯以地政学派为代表的近代经济学人关于中国土地经济学构建的

探索和实践，能为进一步推进当前中国特色经济学学术体系建设提供如下启示：

首先，应正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孕育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

化、理念习性以及经济环境中，蕴含着鲜明的民族个性，早已通过代代相传成为国人的逻辑思维

和行为规范的依据与指引，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深远影响。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

层内核与基本精神的深入挖掘，配以必要的现代转化和阐释，能够为判定、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

的最新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路径。

其次，应注重吸收西方经济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是人类共同的智慧遗产，其思想

中的合理部分应被学习和利用，实现理论来源的多样化，但需立足中国实践，审慎地选择西方经

济学说，将其变通地应用到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中，这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十分必要。

最后，应避免经济学研究成为“空中楼阁”。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

实践，则会失去生命力。经济理论联系经济实践的基本内容和全过程可概括为“实践−理论−实

践”，包括理论的来源和理论的应用两个方面，“实践−理论”是认知世界和理论研究的过程，而

“理论−实践”是改造世界和理论应用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只有结合经济实践提出问题并研究问

题，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经济学理论也只有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

决，才能够永葆生机与活力。

进一步落脚到土地经济学领域，研究地政学派在时代变迁中关于土地经济学的求索和创

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土地经济学发展史，更能够扩展当前土地问题的研究视野，并推进

土地经济学科的活跃和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土地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但与此同时，中国土地经济学科发展却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境地，①这与其学

科地位不相匹配。回望历史，20 世纪 30–40 年代，以地政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学人筚路蓝缕，在引

进和传播西方土地经济学的基础上，致力于将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他们所做的探索足以说明做

中国自己的土地经济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地政学派所研究的土

地产权、土地金融、土地现代治理等理论范畴对于我国目前的土地经济学体系构建仍有重要借

鉴意义，这是因为近年来，随着我国土地市场的全面开放，土地产权制度的建设完善、土地融资模

式的转变以及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等都成为我国土地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由此便可与

地政学派的土地经济研究连接起来。尽管历史情形已不完全相同，但现在和过去面临的一系列

根植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约束条件却存在很大相似性。因此，新一代土地经济学者若能站在

前辈学者的肩膀上推进相关研究，必将有利于中国土地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能够

为中国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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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proposition of the era that created Chinese economics has emerged.

In the field of land economics, the Land Economics School, founded in the 1930s,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school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s of land research groups and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ink tanks. With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land issues and promoting land reform”, this School embraces, criticizes and ab-

sorbs ancient and modern land though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makes innovations on this basis. Therefore, it

has established a complete set of research paradigms, theories and policies on China’s land issues,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economic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land policies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he Land Economics School, which does not fully reflect

the academic status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School, nor fully reveal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choo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d economics.

Based on the in-depth excavation of the first-hand literature on the Land Economics School,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chool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land

economics.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 thoughts, select-

ing and adapting Western land theories, and expounding and implementing Sun Yat-sen’s land program, this

School formed a set of academic system; this School defined the subject of Chinese land economics, construc-

te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land economics on this basis, covering the theoretical ex-

ploration of average land right theory, land finance theory, and land modern governance theory, and put for-

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design scheme of land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reference and con-

struction of land economics, this School formed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ultur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mainly includes that: On the one hand, it takes the Land Economics

School as the research carrier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and thought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losely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category of Chinese land economics to comb out a series of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solid literatur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and economics; on the other hand, by comprehensively display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

gress made by the Land Economics Schoo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and economics, it enriches the re-

search content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branch field of land economics, extracts the common char-

acteristics of modern schola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economics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Chinese land economics； the Land Economics School； traditional land thoughts； Western

land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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